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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1926 年 8 月 16 日出生

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父亲于振

霄是一名小职员，母于王氏操持家

务，生有一女一子。幼时家境清寒。

高中时期（1941 ～ 1944 年）就读

于天津市立第一中学、木斋中学和

耀华中学。因数理化文史地门门功

课成绩第一而名闻全校；又因待人

诚恳，学业上乐于助人，深受同学

尊敬、师长钟爱。高中毕业前夕，

其父失业，无力供其继续上学。这

时，其同学之父，启新洋灰公司协

理陈范有先生出于爱惜人才，将于

敏介绍给该公司，由启新资助，于

1944 年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

学习。因酷爱物理学，在 1946 年

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迁回

北京后，于敏领到了助学金（每月

一袋白面，20 公斤重），就辞谢

启新资助，转学进入北京大学理学

院物理系。大学时期，于敏成绩超

群，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无不刮

目相视。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

（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

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 60 分，

惟独于敏得了 100 分。在学习讨论

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

公认他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

生”。在物理学中，他尤爱量子场

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

业方向。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

于敏从大学毕业，是解放后的第一

班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先后师从

张宗燧、胡宁两位先生，留校攻读

研究生 , 为了解决家庭经济困难还

兼任助教。在胡宁先生指导下完

成了第一篇论文《核子非正常磁

矩》。1951 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1958 年改称原子

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在彭桓

武先生领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

究。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百废

待举。国家科学规划把原子核物理

研究列为重点，领导上希望他从事

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工作。尽管他

的兴趣在量子场论，还是欣然服从

了国家需要。当时中国的原子核理

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经过几年

的努力，在原子核相干结构、平均

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做出了为人瞩

目的成果。他和合作者一起完成的

《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

《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

基础》等研究工作，达到了当时这

一学科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后来发

表的《一个具有等间隔能谱的费米

系统》和《原子核在短程力下的相

干效应》等研究成果在当时位居国

际前列。他们提出的相干结构模型

与受到国际上重视的日本学者有马

朗人（A.Arima）等人提出的相互

作用玻色子模型十分相似。而且两

相比较，于敏他们的模型无论在物

理图像上还是数学表达形式上都毫

不逊色。彭桓武先生称赞于敏这段

时间的工作说，在当初参加原子核

理论调研的 8 个人中，“真正钻进

去的只有于敏”。钱三强先生称赞

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

论的空白”。1962 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丹麦核物理学家玻

尔（A.Bohr）访华时，于敏担任翻

译，也时常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同

于敏一接触，玻尔就说他是个“出

类拔萃的人”，还亲口邀请他去哥

本哈根工作。

1955 年，由于在原子核理论

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于敏被授予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

号。同时获得这一称号的还有大家

熟悉的歌唱家郭兰英，演员田华，

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孙梅英，等等。

1956年于敏晋升为副研究员。

于敏时年 30 岁。

1959 年暑期，原子能所的核

理论组与北京大学物理系一起，在

成都举办了一期原子核理论培训

班，主讲人是于敏和北京大学的杨

立铭。他们的讲稿，后来以夏蓉为

笔名出版 ,书名《原子核理论讲义》，

是中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同

一时期，以于敏为组长的原子能研

氢弹功勋  于敏传略
郑绍唐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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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核理论组接纳了一批 20 余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和访问学者，

许多人回去后成了骨干。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领域辛勤

地耕耘了 10 年。在十几年的时间

里，先后发表论文、著作和译著

20 多篇册。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

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历史

性地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

核武器的决定。

1961 年的一天，钱三强所长

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 1960 年

底在原子能所开始的氢弹原理研

究。当时，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机构

正忙于研制第一枚原子弹，二机部

党组在 1960 年末作出部署，要求

原子能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

行一步。在钱三强的直接领导下，

1960 年 12 月成立了一个“轻核反

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组长是黄祖

洽（他于 1961 年底调到核武器研

究设计院兼职），于敏参加后任副

组长。尽管于敏在这之前一直从事

基础研究，他自己也觉得他的性格

内向，喜欢宁静，比较适合做基础

研究工作；加之，他当时的原子核

理论研究正处在可能取得重要成果

的关键时刻，但他还是毅然服从了

组织的安排。他在后来写的一篇回

忆中说：“这次变化，改变、决定

了我的一生。三十年中，我一直深

入实际，昼夜思虑，全力以赴。中

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决不受旁人

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

种朴素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

我的精神动力。”

核武器这个研究领域，当时对

于敏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抓什么课

题？于敏一直以毛泽东在《矛盾论》

中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

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

起作用”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

氢弹内因是热核反应动力学，热核

反应在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中进

行，辐射起重要作用。要掌握内因、

创造外部条件必须研究这些领域的

现象和规律。在原子能所的 4 年时

间里，先后参加这项工作的有 40

余人，在黄祖洽和于敏领导下研究

清楚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

下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包括核反

应截面的研究，中子的慢化、扩散

和核反应，中子 - 氚循环系统的内

在规律和特征物理量，轫致辐射和

康普顿散射在辐射能量损耗和传输

中的作用，辐射热传导和辐射能量

耗损在氢弹能量平衡中的作用，辐

射平均自由程的理论计算，非热动

平衡现象，辐射波、冲击波和稀疏

波的三波特性与相互作用的规律，

热核燃料点火与燃烧的特征和规

律，等等，为突破和研制氢弹奠定

了一些必要的基础。当时研究工作

的条件相当不好。氢弹反应过程的

物理现象十分复杂，没有电子计算

机辅助，研究工作是很难进行的。

但当时中国只有每秒 1 万次的电子

管计算机，能够分配给他们使用的

时间每星期只有十几个小时。就在

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解决了大

量基础课题。后来于敏回忆说：“实

践表明，当时所抓方向是正确的，

发现的现象和规律是可靠的，奠定

了许多探索氢弹必不可少的应用基

础。氢弹物理设计包括原理、材料

和构形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是建

立在核武器物理基础之上的。只有

重视应用基础研究，才能根深叶茂，

源远流长。钱三强受二机部党组委

托，在突破原子弹过程中，组织了

氢弹原理研究，确是富有远见之举。

我们在研究基础的同时，也不断探

索实现氢弹的途径。解决了其中某

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能技术

途径并建立了相应模型。在当时条

件下，特别是在原子能所缺乏必要

的原子弹知识（情况下），突破氢

弹是不可能的。”

在这期间，他的工作在《原

子能科学技术文献》上内部登载，

有“关于带电粒子在等离子体中的

慢化”（1961）；“处在辐射平

衡下的高温等离子体的动力学”

（1962）；“高温等离子体中物

质与光之间的能量传递过程”

（1962）；“关于热核系统的两个

临界点”（1962）等。但大部分没

有发表，以内部资料保存。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

枚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标志着中国

已经掌握了设计制造原子弹的科学

技术。研制氢弹的任务更加紧迫了。

1965 年 1 月于敏和原子能所的部

分同志被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

（九院），于敏担任理论部副主任。

理论部在交出第一枚原子弹的物理

设计方案后，从 1963 年起在彭桓

武、朱光亚副院长和邓稼先主任、

周光召副主任等的领导下已经开始

了氢弹研究，进行了多路探索。理

论部的探索对于敏的思想也颇有启

发。在理论部，于敏还了解、掌握

了必要的原子弹知识。但氢弹毕竟

是复杂系统，探索过程十分艰苦。

理论部的科研人员思想活跃，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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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但一条条途径提出来又被否

定了，设计氢弹的真正诀窍并没有

掌握，时常会有“山穷水尽疑无路”

的感觉。于敏没有丝毫懈怠，他与

理论部的科研人员一起，在为找到

这一诀窍而不停地苦苦思索着。

1965 年 9 月 27 日，于敏带领

理论部十三室的部分同志到上海利

用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 J501 计算

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设

计，力求达到高威力。那时，大家

都还年轻。1961 年于敏开始研究

氢弹时才 34 岁，1965 年初调到九

院时，也才 38 岁。这次与他一起

出差的，大部分是刚出校门不久的

年轻人。他们干劲十足，但是不熟

悉氢弹的基本知识，也缺乏科研实

践的锻炼。为了在工作中提高他们

的水平，于敏选择了几个典型计算

结果作了系统分析，结合理论作了

系列学术报告。那些年轻同志从纸

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过于敏一

分析就变成了活的知识，透过现象

触及到了事物的本质，一条条规律

被归纳出来了。就这样通过把基础

理论与计算机模拟计算的结合，深

化了对规律的认识，找到了问题的

关键，明确了充分进行热核反应的

条件。但为了创造条件需要大量能

量，而且只有利用核裂变能量才有

可能。如何利用核裂变能，这又是

一个高难度的物理问题。他回忆

道：从裂变反应开始，“氢弹动作

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

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每一阶

段由前一阶段提供条件，环环相扣。

各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

象，这些现象是由互相矛盾的物理

因素决定的。解决问题方法的实质

就在恰当地分解物理阶段，全面地

分析起作用的诸种物理因素，掌握

它们量的界限。这些因素有的起好

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

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

促进好因素，抑制坏因素。这就是

核武器的原理、材料、构形三要素。

基础是核武器物理。”他又开始了

艰辛的探索，一面对问题进行物理

分解，一面陆续报告讨论。在继续

深入研究既定任务的同时，根据讨

论中产生的新想法，又立即开辟新

课题。如此紧张热烈，夜以继日，

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把工作

一步步引向深入。他在回忆中说：

“首先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十分

满意的结果。继续进行系统工作，

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

律。通过这段工作形成了一套从原

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大

家兴奋心情难以描述。邓稼先闻讯

赶赴上海。稼先既是杰出的科学领

导，又是认真细致的实干家。在他

的领导下，理论部反复讨论，集思

广益，方案更为完善。不久我们去

了青海基地，我做了学术报告，理

论和实验部门同志讨论了技术和测

试问题。领导做出以新方案为主的

决策。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几个技术

问题。我很佩服九院实验同志，他

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解决了这

些技术问题。1966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 年 6

月17日进行了威力为300万吨（注：

实测值为 330 万吨 TNT 当量）的

空投试验。中国突破了氢弹。使我

尤其高兴的是当时我们使用的计算

方法精度不高，但是在几个关键物

理量上，试验结果却与设计值十分

符合。”对氢弹的原理突破于敏起

了关键作用，立下了首功。尤其是

抢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之

前做成了这件事，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在各有核国家的核武库中，

装备的都是氢弹。氢弹的原理突破

和随后的发展，对形成我国核威慑

力量其意义非同小可。

在氢弹突破之后，中国进行了

氢弹武器化和研制小型化氢弹的工

作。这些工作都十分艰辛，需要有

多次的原理突破。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于敏是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的主

要负责人，主持和指导了大多数核

试验装置和核武器物理方案的预先

研究、设计和制定。在氢弹武器化

和研制小型化氢弹的原理突破中他

又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

始开展了中子弹研究工作 , 经过 80

年代的核试验 ,掌握了中子弹技术。

在领导中子弹研制中 , 于敏根据中

子弹的特点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

标 , 归纳了设计中要解决的几个主

要环节，指出了可能的设计途径。

他在探索氢弹原理时所建立的一些

基本理论，在中子弹设计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设计过程中，他深刻

分析了中子弹特殊的物理过程，及

时抓住一系列关键性的技术难题，

把他们列为研究课题，并领导解决

了这些问题，使得中国掌握中子弹

设计原理的目标，得以稳妥地实现。

在掌握中子弹设计技术中，他又功

居首位。

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战略研究

有重要贡献。在制定中国核武器发

展的长远规划中，于敏发挥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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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在国防科工委领导下由于

中国对核武器发展规划、目标选择

和技术途径的确定采取了积极又慎

重的态度，使得在实际发展中走的

弯路比较少，因而能用比美苏少

得多的核试验（截止 1998 年中，

各核大国的核试验次数是：美国

1056 次，苏联 715 次，法国 210 次，

英国 45 次，中国 45 次），少得多

的经费，使设计技术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

发展核武器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

成就。1986 年初，邓稼先和于敏

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

了深刻分析，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

作了准确估计，向国防科工委和中

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

证明，这项建议经中央采纳后，对

中国核武器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起

了重要作用。

于敏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

仍旧十分关心核武器研制中的重

大方向与技术问题，经常考虑如何

通过有限的核试验解决核武器的

关键技术，如何在禁核试后确保中

国核武器的可靠和安全，如何开展

武器物理的实验室研究工作，并提

出了很多带有战略眼光的指导性

意见。

于敏十分重视核武器物理基

础研究，在非平衡辐射流体力学、

等离子体物理、中子物理、爆轰物

理、统计物理等核武器物理所涉及

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

要贡献。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能够不

断高效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在物理设计中，不但知其然，而且

力求做到知其所以然。对这种优良

学风的形成和发展，于敏起了重要

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于敏就意

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

上的重要意义。对全面禁核试后如

何保证中国自卫反击核力量的有效

性，他考虑得很多很多。1988 年

12 月 12 日，他与王淦昌、王大珩

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建议加速发展中国惯性约束聚变研

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

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中国的

惯性约束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他

还在组织、指导 X 光激光、自由

电子激光研究上花费了不少心血。

于敏是很难复制的、有真才实

学的、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国

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是精通核

武器物理各相关学科知识的核武器

专家。

于敏文理兼通，爱好古诗词和

古典文学名著，也酷爱京剧，喜欢

打桥牌，看体育比赛。

1958 年于敏与在原子能研究

所从事行政工作的孙玉芹结婚。他

们有一女一子。2012 年 8 月孙玉

芹因心脏病去世。

1980 年恢复技术职称后任研

究员，1981 年 3 月于敏被选聘为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 年改

称院士）。

于敏曾任二机部九院（后改

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副

主任，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九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

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副

主任，能源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

副主任，1994 年 1 月至今，任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1994 年 12 月至今，任国防科工委

（后改为总装备部）科技委名誉顾

问、顾问。

1985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表彰他的功绩，1984 年四川省

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1985 年，

核工业部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同

年全国总工会授予他“五一”劳动

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1987 年 4 月，国务院授予他全国

劳动模范称号。1982 年获国家自

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四，原子弹

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

论问题），1985 年（排名第一，

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1987年（排

名第二，××引爆弹装置的突破）、

和 1989 年（排名第一，核武器的

重大突破），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特等奖。1992 年获光华

科技基金特等奖，1994 年获求是

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

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8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在建

校 110 周年大会上，授予于敏等

11 名校友“杰出校友”荣誉称号。

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96年出版《于敏论文集》（内部）。

2006 年出版《于敏院士论文报告

选集》。他是第六、七、八届全国

政协委员。

作者简介：郑绍唐　研究员，曾任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

学研究所副所长


